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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世纪初中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要素－结构

耦合关系及时空演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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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旅游流体现了旅游系统的内在联系ꎬ是当前旅游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ꎬ但学界对旅游流影响因素与旅游

流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尚未有系统研究ꎬ对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研究亦相对不足. 以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

为对象ꎬ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ꎬ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及耦合度模型ꎬ量化 ２１ 世纪初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影响因

素(以下简称要素)与网络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及其时空演化. 结果表明:(１)农村居民国内旅游

流的主导流向为由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东部地区ꎻ(２)大多数汇地已经实现要素－结构的耦合发展ꎬ而大多数源地

仍处于要素－结构的失耦状态ꎬ抑制了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快速增长的势头ꎻ(３)缺少优势要素是源、汇地要素－结
构失耦的主要因素ꎬ改善弱势要素有利于增强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ꎬ而对于要素水平较好但网络地位偏低的源、
汇地ꎬ则需适时促进其网络结构优化ꎬ以避免因结构退化导致要素－结构失耦ꎻ(４)应主要针对源地农村居民生活水

平和交通条件偏低的问题设计相应措施ꎬ促进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增长及网络结构演化ꎬ实现要素－结构耦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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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旅游研究的持续升温ꎬ特别是对以旅游流为代表的旅游系统内在联系

的研究逐渐增多[１] . 旅游流本质上是客源地与目的地藉由交通联系的相互作用形式ꎬ狭义上指旅游客

流[２] . 旅游流研究逐步从早期对旅游流流量的位序—规模分布[３]及时空分布特征[４－８]的关注ꎬ转向对旅游

流驱动机制与影响因素的探究. 其中ꎬ推拉理论通常被用于解释旅游流形成的内在驱动机制[９]ꎬ修正的旅

游引力模型[１０]、ＺＩＮＢ 模型[１１]等是探索旅游流影响因素的常用方法. 旅游接待能力、旅游资源禀赋、经济

水平、交通水平等因素对旅游流规模的影响得到了广泛论证[１２－１４] . 随着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数量的增加、
客流联系的增多ꎬ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逐渐形成了复杂的旅游流网络[１５] . 相应地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对源汇地在旅游流网络中的地位等级ꎬ以及源汇地间旅游流联系的紧密性、集中 /分散性、联系效

率[１６－１８]等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成为旅游流研究的热点.
然而ꎬ尚未有研究系统地分析旅游流影响因素与旅游流网络结构之间的作用关系ꎬ仅有少数研究以旅

游流的影响因素为因、网络结构为果ꎬ定性地分析了影响因素对旅游流网络结构的单向影响作用[１９] . 然

而ꎬ理论上旅游流的影响因素与其网络结构之间应当是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ꎬ旅游流影响因素的发展能够

通过扩大源汇地对外旅游联系的需求和能力ꎬ促进旅游联系数量和规模的增长ꎬ进而促进旅游流网络结构

的演化ꎻ另一方面ꎬ旅游流网络结构的演化又能够反过来支撑和强化源汇地间的旅游联系ꎬ促进源汇地相

关要素的相应发展. 因此ꎬ如何考量旅游流的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待实证检验.
一般而言ꎬ两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又被称为耦合关系ꎬ学界多采用耦合度模型来量化

两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的强弱[２０] . 实证研究中ꎬ耦合度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２０] 之间ꎬ
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２１]、经济发展[２２]之间的耦合关系分析ꎬ并取得了可信的结果. 由此可见ꎬ亦可以利

用耦合度模型考察旅游流的影响因素(以下简称要素)与其网络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９ 年中国国内旅游规模

Ｆｉｇ􀆰 １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ｉｚ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９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ꎬ我国国内旅游人数均大于入境游和出境游人数ꎬ且国内旅游收入亦多于国际旅游收

入ꎬ可见国内旅游流对于中国旅游业的影响逐渐增强. 其中ꎬ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数高于城

镇居民国内旅游人数(图 １)ꎬ在国内旅游流中占有重要地位ꎬ这与该时期全国城市化率仍较低、农村居民

规模大有关. 虽然 ２０１０ 年以后ꎬ城镇居民国内旅游人数高速增长、强势反超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数ꎬ但农

村居民国内旅游仍在“平稳－快速”的交替中继续增长ꎬ仍然是国内旅游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ꎬ
学界对全国尺度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研究却相对较少[２３－２５]ꎬ研究主要关注省域以下尺度区域的农村居

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以及农村居民出游偏好与目的地选择影响因素等[２６－２８]ꎬ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旅游

统计主要针对区域内的旅游人数而缺乏区域间的旅游流数据ꎬ特别是缺乏全国尺度长序列的农村居民国

内旅游流数据ꎬ由各研究团队自行组织的访谈和调查仅能覆盖局部小尺度区域ꎬ而具有高覆盖性的微博签

到、网络游记、手机信令等多源流数据又不能区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 因此ꎬ由国家旅游局汇编的«中国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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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是研究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流向与流量的最权威、最理想数据. 然而ꎬ该资料中

有明确客源地和目的地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数据仅截至 ２００７ 年ꎬ无法支撑对当前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

的研究. 但由图 １ 可知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是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快速增长期ꎬ理论上也应当是其影响因素

与网络结构逐步形成耦合的重要时期ꎬ因而分析该阶段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有利于解释旅游流快速增

长的作用ꎬ给出 ２００８ 年以后旅游流减速调整的原因. 另外ꎬ对促进当前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持续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启示.
因此ꎬ本文以我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为研究对象ꎬ以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ꎬ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

和耦合度模型ꎬ初步探索 ２１ 世纪初(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之间的耦合

关系及时空演化ꎬ以检验对该阶段存在要素－结构耦合的假设ꎬ并丰富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实证研究.

１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１.１　 源汇地判别

在旅游流中ꎬ区域往往兼具输出与输入客流的职能ꎬ但两种职能通常并不均等ꎬ以一种职能占主

导. 区域的主导职能不同ꎬ其旅游流发展的影响因素和网络结构特征亦有显著差异. 因此ꎬ需要首先判定

区域在旅游流中的主导职能.
首先ꎬ将各区域的客流总输出量和总输入量分别降序排列ꎬ并根据中国旅游流的“二八定律” [２９]ꎬ自

上而下选择客流累积输出量和输入量达到全国总流量 ８０％以上的区域ꎬ分别作为主要客源地和目的

地. 其次ꎬ分别对比各区域自身的客流输出量和输入量ꎬ将数值较大者作为其旅游流的主导流向. 最后ꎬ将
自身主导流向为输出且是全国旅游客流主要客源地的区域确定为旅游流源地ꎬ将自身主导流向为输入且

是全国旅游客流主要目的地的区域确定为汇地. 由于各区域的旅游流主导职能具有年际变化ꎬ因而需针

对不同年份判定其源汇地.
１.２　 发展水平评价

为分析旅游流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ꎬ首先需分别评价二者的发展水平. 由于源、汇地

的旅游流影响因素有所不同ꎬ且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结构特征有差异ꎬ因而需分别针对源地和汇地评价其要

素和结构发展水平.
１.２.１　 评价体系构建

(１)影响因素发展水平

旅游流源地以输出客流为主ꎬ借鉴相关研究[３０－３２]ꎬ本文主要从出游潜力及内外交通联系能力两方面考

察其影响因素. 其中ꎬ在农村居民出游潜力方面ꎬ主要考虑农村人口规模以及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两大类指

标. 在内外交通联系能力方面ꎬ主要针对农村居民国内旅游的主要交通方式———公路和铁路ꎬ选取线路长度

和服务能力等指标ꎬ以衡量源地对内组织及对外输出农村居民客流的能力. 具体指标及其说明详见表 １.
表 １　 源地综合评价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子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属性 说明

要素发展
水平

网络结构
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 农村人口规模 万人 ＋ 源地农村人口越多ꎬ绝对出游规模越大

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元

％

＋

－

源地农村居民收入是其出游的经济基础ꎬ收入越多ꎬ出游能力越大
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农村居民的消费层次ꎬ值越大ꎬ高等级的休闲娱乐消费比
重越小ꎬ旅游活动的需求和意愿越低

交通水平

过境客运铁路线
过境公路干线

境内铁路线长度
境内公路线长度
公铁职工人数

全社会公铁旅客周转量

条
条
ｋｍ
ｋｍ
人

亿人
公里

＋
＋
＋
＋
＋

＋

源地过境的客运铁路数量越多ꎬ对外输出客流的能力越强
源地过境的公路干线(国道＋高速路)数量越多ꎬ对外输出客流的能力越强

源地境内公铁线路越长ꎬ越利于组织区内客流

源地公铁职工人数越多ꎬ交通服务能力越强ꎬ越利于游客流动

是源地公铁客运工作总量ꎬ周转量越大ꎬ表明对游客的组织和输出规模越大

输流中心
地位

相对出度中心性
流出中心强度

＋
＋

描述对外旅游联系范围ꎬ范围越大ꎬ越居于网络中心地位
描述对外旅游联系总规模ꎬ总规模越大ꎬ越居于网络中心地位

输流控制
地位

效率
限制度

＋
－

描述对外联系的非冗余性ꎬ值越大ꎬ越居于网络核心控制地位
描述对其他节点的依赖程度ꎬ值越大ꎬ在网络中受制越大

　 　 注:“＋”“－”分别表示正向与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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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流汇地则以输入客流为主ꎬ借鉴相关研究[３０ꎬ３３－３４]ꎬ本文主要从旅游吸引力、承载力及内外交通联

系能力等方面考察其影响因素. 其中ꎬ主要通过旅游资源等级规模和旅游服务能力来反映汇地对农村居

民的旅游吸引力和承载力. 并针对公路和铁路两种交通方式ꎬ选取其线路长度和服务能力等指标ꎬ以衡量

汇地接纳农村居民旅游流并对内导流的能力. 具体指标及其说明详见表 ２.
表 ２　 汇地综合评价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子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 单位 属性 说明

要素发展
水平

网络结构
发展水平

景观
吸引力

１Ａ 景区(点)数量
２Ａ 景区(点)数量
３Ａ 景区(点)数量
４Ａ 景区(点)数量

个
个
个
个

＋
＋
＋
＋

各类 Ａ 级景区(点)以自然风光、历史古迹、民俗文化、科教文化、
红色旅游、城市型度假区等为主要旅游吸引物ꎬ数量越多ꎬ越能吸
引游客

旅游服务
能力

旅游企业从业人数
旅游企业数

人
户

＋
＋

旅游企业是为游客提供旅游相关服务的机构ꎬ包括星级饭店和旅
行社等ꎬ企业数和从业人员越多ꎬ旅游服务能力越强

交通水平

过境客运铁路线
过境公路干线

境内铁路线长度
境内公路线长度
公铁职工人数
全社会公铁
旅客周转量

条
条
ｋｍ
ｋｍ
人

亿人
公里

＋
＋
＋
＋
＋

＋

汇地过境的客运铁路、公路干线(国道＋高速路)数量越多ꎬ则输入
游客的能力越强

汇地境内公铁线路越长ꎬ越有利于疏导和组织入境后的游客

公铁职工人数越多ꎬ交通服务能力越强ꎬ越利于游客流动
汇地公铁客运工作总量ꎬ周转量越大ꎬ表明对游客的组织和运输规
模越大

汇流中心
地位

相对入度中心性
流入中心强度

＋
＋

描述对外旅游联系范围ꎬ范围越大ꎬ越居于网络中心地位
描述对外旅游联系总规模ꎬ总规模越大ꎬ越居于网络中心地位

汇流控制
地位

效率
限制度

＋
－

描述对外联系的非冗余性ꎬ值越大ꎬ越居于网络核心控制地位
描述对其他节点的依赖程度ꎬ值越大ꎬ在网络中受制越大

　 　 注:“＋”“－”分别表示正向与负相指标. 由于我国首批 ５Ａ 级景区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产生ꎬ对研究期间的旅游流影响小ꎬ因此未纳入指标体系.

(２)网络结构发展水平

旅游流作为众多源、汇地之间的旅游相互作用ꎬ表现为复杂的流动网络ꎬ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社

会网络分析来考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３５] . 因此ꎬ借鉴相关研究[３６－３９]ꎬ本文选取相对度数中心性、中心强度

和结构洞指标来反映源、汇地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结构特征(表 １、表 ２).
①相对度数中心性. 某区域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绝对度数中心度等于与其有直接客流联系的区域

数. 该指标从对外客流联系范围的角度反映区域在旅游流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为消除网络规模的影响ꎬ通
常将绝对度数中心度除以该网络中绝对度数中心性的最大可能值 ｎ－１ꎬ得到相对度数中心性. 分别对源地

和汇地求其相对出度中心性和相对入度中心性.

Ｑｉ ＝
Ｃ ｉ

ｎ－１
. (１)

式中ꎬＱｉ 为源地 ｉ 的相对出度中心性或汇地 ｉ 的相对入度中心性. Ｃ ｉ 为与源 /汇地 ｉ 有直接客流联系的区

域个数ꎬ即 ｉ 的绝对度数中心性. ｎ 为旅游流网络中的区域总数ꎬ本文取值 ３１.
②中心强度. 某区域在旅游流网络中的直接客流联系总量为某区域的中心强度. 从对外联系强度角

度反映区域在旅游流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分别对源、汇地求其流出中心强度和流入中心强度.

Ｐ ｉ ＝ ∑
ｑ

ｊ ＝ １
Ｘ ｊ . (２)

式中ꎬＰ ｉ 为源地 ｉ 的流出中心强度或汇地 ｉ 的流入中心强度. ｊ 为与源 /汇地 ｉ 有直接旅游流联系的区域ꎬ总
数为 ｑ. Ｘ ｊ 为源地 ｉ 流入区域 ｊ 的客流总量ꎬ或从区域 ｊ 流入汇地 ｉ 的客流总量.

③结构洞. 如果两区域之间不是直接客流联系ꎬ而是通过第三方区域形成联系ꎬ那么第三方就在旅游

流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结构洞” . 占据的“结构洞”越多ꎬ越有利于区域在旅游流网络中居于核心控制地位ꎬ
且越少受其他区域控制. 在结构洞分析中ꎬ通常采用效率和限制度两个指标.

其中ꎬ效率是某区域对外旅游流的非冗余联系与实际联系之比. 比值越大ꎬ则区域的对外冗余联系越

少ꎬ越易于占据结构洞ꎬ在旅游流网络中越居于核心控制地位.
限制度是衡量区域对其他节点依赖程度的指标. 限制度越大ꎬ表明区域拥有非冗余联系的能力越弱ꎬ

所控制的结构洞数量越少ꎬ其对外联系越易于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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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限制度指标均利用 ＵＣＩＮＲＥＴ ６.１８６ 的“网络”→“个体中心网络”→“结构洞”菜单ꎬ针对整体

网计算伯特结构洞指数而得.
１.２.２　 综合评价方法

(１)确定指标权重

利用熵值法[４０]分别对源、汇地的要素指标和网络结构指标进行确权ꎬ将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区域差异

的指标作为主要特征指标ꎬ以突出各区域要素－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
(２)发展水平计算

Ｒ ｊ ＝ ∑
ｎ

β ＝ １
(ｘｉβ×ｗ ｉβ) . (３)

式中ꎬＲ ｊ 代表源地 ｊ 或汇地 ｊ 的要素发展水平指数或网络结构发展水平指数ꎬｉ 为源地或汇地ꎬｘｉβ为 ｉ 的第

β 个指标ꎬｗ ｉβ为对应的指标权重.
１.３　 耦合度模型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４１－４２]ꎬ建立旅游流的要素－结构耦合度评价模型. 模型在计算发展度指数和协调度

指数的基础上ꎬ计算耦合度指标. 如果要素－结构的综合发展度高且协调度高ꎬ则二者存在强耦合关系ꎬ表
明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

(１)发展度指数

Ｔ＝γｆ(ｘ)＋δｇ(ｙ) . (４)
式中ꎬＴ 为发展度指数ꎬｆ(ｘ)和 ｇ(ｙ)分别为要素发展水平和网络结构发展水平ꎬγ 与 δ 分别为 ｆ(ｘ)和 ｇ(ｙ)
在旅游流发展中的作用ꎬ本文认为二者的作用同等重要ꎬ因而 γ 与 δ 均取值为 ０.５. Ｔ 的值域范围为[０ꎬ１]ꎬ
越接近 １ꎬ表明要素－结构的综合发展度越高.

(２)协调度指数

Ｃ＝
ｆ(ｘ)ｇ(ｙ)

ｆ(ｘ)＋ｇ(ｙ)
２

æ

è
ç

ö

ø
÷

２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２

. (５)

式中ꎬＣ 为协调度指数ꎬ反映要素和结构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 Ｃ 的值域范围为[０ꎬ１]ꎬ越接近 １ꎬ表明要素－结
构的发展协调度越高.

(３)耦合度指数

Ｄ＝ Ｔ×Ｃ . (６)
式中ꎬＤ 为耦合度ꎬ是发展度指数 Ｔ 和协调度指数 Ｃ 的几何平均数ꎬ值域范围为[０ꎬ１]ꎬ越接近 １ꎬ表明要素－
结构的综合发展度越高且协调度也越高ꎬ二者形成较强的耦合关系.
１.４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３ 个特征年份ꎬ利用«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相应年

份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者(过夜游客)的流向”调查数据ꎬ构建起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

流矩阵ꎬ作为旅游流网络结构分析的基础数据.
影响要素指标中ꎬ农村人口规模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ꎬ农村居民经济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摘要»ꎬ过境铁路线数量来源于«中国铁道年鉴»ꎬ省市内国道、高速路路线数量来源于«中国高速公路及

城乡公路网地图集»(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５ 年)和«中国公路地图集»(２００８ 年)ꎬ公铁职工人数、线路长度与旅客

周转量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ꎻ景区(点)个数收集于各地区旅游相关部门网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化和旅游部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ｃｔ.ｇｏｖ.ｃｎ / )ꎬ旅游服务能力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源汇地判别结果

根据源汇地判别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可知ꎬ２１ 世纪初我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源汇地分布格局基

本稳定ꎬ其中源地多位于中部和西南地区ꎬ而汇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ꎬ并向北延伸. 由此可见ꎬ农村居民

国内旅游流的主导流向是由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东部和北部ꎬ反映出 ２１ 世纪以来中西部富裕起来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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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型旅游的需求持续增长ꎬ并进一步产生了对与自身地域文化有较大差异的北方

地区的旅游需求.
表 ３　 源、汇地分布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ｎｇ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类型 年份 西部 中部 东部 东北

源地

汇地

２００１ 四川、云南、重庆、陕西、甘肃 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 福建

２００４ 四川、云南、贵州、重庆 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江西 河北、福建

２００７ 四川、贵州、重庆 安徽、河南、湖北、江西、湖南 山东

２００１ 广西 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河北、浙江、上海 辽宁

２００４ 陕西、广西 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海南

２００７ 陕西、广西 内蒙古 北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海南、河北、福建 辽宁

２.２　 要素－结构耦合关系的时空演化分析

针对 ３ 个特征年份ꎬ确定源汇地的要素和结构指标权重(如表 ４、表 ５ 所示)ꎬ并计算各源汇地的要素

和结构综合评价值. 在此基础上ꎬ分别计算各年份各源汇地的要素－结构发展度、协调度和耦合度(如图 ２
所示). 参考文献[４３]ꎬ根据计算结果ꎬ分别设定发展度、协调度和耦合度的等级划分标准(如表 ６ 所示)ꎬ
并根据耦合度等级ꎬ将旅游流的要素－结构作用关系确定为强耦合、弱耦合、弱失耦和强失耦 ４ 种类型.

表 ４　 源地指标权重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子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
权重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

要素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 农村人口规模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８

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１２

交通水平

过境客运铁路线
过境公路干线

境内铁路线长度
境内公路线长度
公铁职工人数

全社会公铁旅客周转量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１０

网络结构发展水平
输流中心地位

相对出度中心性
流出中心强度

０.１６
０.５６

０.１７
０.５０

０.２８
０.３１

输流控制地位
效率

限制度
０.１６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２３

表 ５　 汇地综合评价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子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
权重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７ 年

要素发展水平

景观吸引力

１Ａ 景区(点)数量
２Ａ 景区(点)数量
３Ａ 景区(点)数量
４Ａ 景区(点)数量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１２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０６

旅游服务能力
旅游企业从业人数

旅游企业数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７

交通水平

过境客运铁路线
过境公路干线

境内铁路运输线长度
境内公路运输线长度

公铁职工人数
全社会旅客周转量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９

网络结构发展水平
汇流中心地位

相对入度中心性
流入中心强度

０.２９
０.３２

０.２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４８

汇流控制地位
效率

限制度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１７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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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源汇地要素－结构耦合度模型计算结果

Ｆｉｇ􀆰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表 ６　 指数等级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６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发展度

区间 等级

协调度

区间 等级

耦合度

区间 等级

０.７６~１.００ 高 ０.７６~１.００ 高 ０.７６~１.００ 强耦合

０.５１~０.７５ 中 ０.５１~０.７５ 中 ０.５１~０.７５ 弱耦合

０.２６~０.５０ 低 ０.２６~０.５０ 低 ０.２６~０.５０ 弱失耦

０.００~０.２５ 极低 ０.００~０.２５ 极低 ０.００~０.２５ 强失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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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梳理各年份处于强耦合、弱耦合、弱失耦和强失耦 ４ 种要素－结构耦合类型的源汇地ꎬ并分析其

要素－结构的发展度等级与协调度等级的匹配关系(如表 ７ 所示). 由于研究期内的陕西、甘肃、河北和山

东为非典型源地ꎬ内蒙和福建为非典型汇地ꎬ因而这些区域未包含在上述分类中.
在此基础上ꎬ根据各源汇地多年份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类型及其演化趋势ꎬ并结合其要素和结构指

标的发展水平及演化趋势ꎬ分析各源汇地要素－结构耦合作用关系的形成原因与演化过程.
表 ７　 源汇地要素－结构耦合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源地

年份 /
年

耦合
类型

发展度
等级

协调度
等级

代表区域

汇地

年份 /
年

耦合
类型

发展度
等级

协调度
等级

代表区域

２００１
弱耦合
弱失耦
强失耦

中、低
低

极低

高
高

极低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江西
云南
重庆、福建

２００１

强耦合
弱耦合
弱失耦
强失耦

中
中、低

低、极低
极低

高
高

中、高
极低

北京
江苏、山东、广东、辽宁
河北、浙江
上海、广西

２００４

强耦合
弱耦合
弱失耦
强失耦

中
中、低
极低

低、极低

高
高
高

极低

河南
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云南
福建
贵州、重庆

２００４
强耦合
弱耦合
强失耦

中
中、低

低、极低

高
高

极低

北京、广东、江苏
山东、浙江、陕西
上海、海南、广西

２００７

强耦合
弱耦合
弱失耦
强失耦

中
低

低、极低
极低

高
高

中、高
极低

安徽、河南、四川
湖北
江西、湖南、贵州
重庆、福建

２００７

强耦合
弱耦合
弱失耦
强失耦

中
低

极低
低、极低

高
中、高
低

极低

北京、广东、江苏、浙江
河北、陕西
广西
辽宁、上海、海南

２.２.１　 源地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

(１)失耦型

重庆始终为强失耦型源地. 作为西部直辖市ꎬ重庆与其他省级源地相比ꎬ农村人口规模、农村居民生

活水平和区域交通水平等旅游流影响因素均居于源地的后 ２５％ꎬ从而制约了其农村居民出游需求与能力

的增长. 而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ꎬ重庆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中心强度和控制地位ꎬ但尚未

由此对出游规模和相关要素发展产生有效拉动ꎬ因而其要素－结构发展极不协调ꎬ二者仍处于强失耦状态.
福建和贵州属于协调度有所升高的弱失耦型源地. 农村人口规模小、区域交通条件弱以及网络地位

低是福建要素－结构发展的主要弱势因素ꎬ但福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高、出游需求大ꎬ从而促进了其网络

中心地位的提升ꎬ缩小了要素－结构的发展差异ꎬ但尚未因此形成对相关要素发展的拉动ꎬ要素－结构仍处

于失耦状态. 而贵州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ꎬ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ꎬ但由于其

要素发展水平长期位居源地后 ２５％ꎬ制约了农村居民出游规模的增长ꎬ其网络地位也相应下降ꎬ虽然减小

了要素－结构的发展差异ꎬ但二者仍处于失耦状态ꎬ尚未实现相互促进.
湖南和江西的耦合度有所降低. 湖南的要素发展水平总体较好ꎬ有力拉动了农村居民出游流ꎬ但网络

控制地位低一直是其网络结构发展的制约因素ꎬ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对旅游流形成一定支撑ꎬ但随着其他

源地的出游结构改善及整体网络结构的演变ꎬ湖南的网络控制地位于 ２００７ 年出现显著下降ꎬ要素－结构从

弱耦合退化为弱失耦状态. 江西的要素－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始终较低ꎬ但二者的发展基本相适ꎬ处于弱耦

合状态. 随着旅游流整体网络结构的演变ꎬ２００７ 年江西的网络地位显著下降ꎬ要素－结构呈现弱失耦状态.
(２)耦合型

湖北、四川和云南属于弱耦合型源地. 湖北的各项要素和结构指标虽然普遍居于中等以上水平ꎬ且要

素－结构的协调发展水平始终较高ꎬ但其交通条件和网络控制地位的下降彼此相互牵制ꎬ拉低了要素－结
构综合发展水平ꎬ二者呈弱耦合状态. 四川的各项要素和结构指标发展水平普遍较高ꎬ仅农民生活水平低

一直是其弱势要素ꎬ但要素和结构的发展总体较为适应ꎬ在拉动旅游流规模增长的同时ꎬ还促进了网络地

位的显著提升ꎬ并进而为要素优势的保持与增长提供了支撑ꎬ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逐步增强. 云南的要

素－结构综合发展水平偏低ꎬ主要弱势因素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及网络中心地位低ꎬ但其农村人口规模和

网络控制地位具有一定优势且优势有所提高ꎬ因而要素－结构的发展基本相适、相促ꎬ二者逐渐由弱失耦

转变为弱耦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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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和河南由弱耦合发展为强耦合型源地. 安徽的要素和结构指标普遍居于中等以上水平ꎬ特别是

其网络中心地位始终位居源地第一ꎬ有力支撑了旅游流规模的扩大ꎬ进而又促进了要素和结构发展的进一

步优化与协调ꎬ使二者的耦合关系增强. 河南的各项要素发展水平位居前列ꎬ有力拉动了旅游流规模的增

长ꎬ其网络地位也相应逐步提升ꎬ进一步支撑了其要素优势的保持ꎬ呈现出较强的要素－结构耦合发展

态势.
综上所述ꎬ在 ２１ 世纪初的农村居民旅游流发展中ꎬ大多数源地ꎬ特别是西南地区源地仍处于要素－结

构的失耦状态ꎬ少数要素－结构耦合型源地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ꎬ如果源地的要素发展水

平低ꎬ即使其具有一定的网络结构优势ꎬ对旅游流增长的支撑作用也不足ꎬ甚至会出现结构退化ꎬ特别是弱

势的交通条件和网络地位之间可能产生相互抑制ꎬ影响源地旅游流发展. 因此ꎬ提升源地的要素发展水

平ꎬ特别是改善其交通条件ꎬ是促进源地要素－结构耦合发展的重要前提. 而对于要素发展水平较高的源

地ꎬ应适时促进其网络地位的提升ꎬ避免其在整体网络结构演化的环境下出现结构地位不进则退的情况ꎬ
以保持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关系.
２.２.２　 汇地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

(１)失耦型

上海、海南和广西属于强失耦型汇地. 上海作为地域面积最小的直辖市ꎬ与其他省级汇地相比ꎬ其要

素的绝对发展水平偏低ꎬ尤其是景点总量少、交通容量小ꎬ但上海作为一线城市对农村居民的旅游吸引力

很强ꎬ因而上海的网络地位较高ꎬ但尚未由此促进其要素发展水平的提升ꎬ二者仍呈强失耦状态. 海南作

为后起的海岛型旅游目的地ꎬ其各等级景点数量、旅游接待能力及内外交通容量均不能满足游客的旅游需

求ꎬ即使其独特的海岛旅游特色使其逐步占据了一定的网络地位ꎬ但仍未能显著带动要素发展水平的提

升ꎬ二者处于强失耦状态. 广西的要素发展水平中等偏低ꎬ对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吸引力和承载力不足. 相

应地ꎬ其网络地位提升缓慢ꎬ要素和结构长期处于强失耦状况.
辽宁属于协调度降低的强失耦型汇地. 作为集山海景观、边境特色和老工业基地积淀为一体的旅游

目的地ꎬ辽宁的要素发展水平总体较高ꎬ旅游承载力较强ꎬ但由于其偏居东北、对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旅游吸

引力不足ꎬ因而网络地位低且网络控制地位显著下降ꎬ与要素发展不相适应ꎬ二者由弱耦合退化为强失耦

状态.
(２)耦合型

浙江和河北的耦合度均逐步升高.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之一ꎬ对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旅游吸引

力较大ꎬ因而网络地位相对较高ꎬ但浙江与广大中西部源地之间的交通联系水平偏低ꎬ是长期制约其旅游

流增长的主要因素ꎬ一度导致其要素－结构呈弱失耦状态ꎻ随着浙江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ꎬ对旅游流增长

的支撑能力增强ꎬ也进一步促进了浙江网络地位的提升ꎬ逐渐使其要素和结构的发展实现强耦合. 交通条

件是河北的主要优势要素ꎬ但其各等级景点数量、旅游服务能力以及网络地位均较低ꎬ对农村居民旅游流

的吸聚能力不足ꎻ然而ꎬ随着河北景点数量及旅游服务能力的快速发展ꎬ其交通优势得以发挥ꎬ在扩大旅游

流规模的同时ꎬ较为显著地提升了河北的网络地位ꎬ逐渐由要素－结构弱失耦转变为弱耦合.
山东和陕西属于弱耦合型汇地. 山东的旅游服务能力和网络地位虽然居于中等水平ꎬ但各等级景点

数量和交通条件却是其优势要素ꎬ且要素和结构的发展基本相适ꎬ随着要素优势的进一步发挥ꎬ山东的网

络控制地位显著提升ꎬ要素和结构的耦合作用有所增强. 虽然陕西的各项要素和结构指标普遍居于中等

以下水平ꎬ但各等级景点数量和交通条件是其相对优势要素ꎬ加之其厚重的古都文化和丰富的红色旅游资

源对农村居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ꎬ有利于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发展ꎬ进而促进其网络控制地位进一步提升及

要素优势的发挥ꎬ总体上其要素－结构发展呈弱耦合态势.
北京、江苏和广东属于强耦合型汇地.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ꎬ各等级景点数量多ꎬ旅游服务能力高ꎬ因而

对农村居民具有极强的旅游吸引力ꎬ虽然其交通容量与其他省级汇地相比偏小ꎬ但网络地位始终名列前

茅ꎬ有力支撑了旅游流的发展ꎬ要素－结构始终呈强耦合状态. 江苏作为东部发达省份的代表ꎬ各项要素和

结构指标发展均较好ꎬ且要素和结构具有同步优化趋势ꎬ因而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持续增强. 广东是我

国改革开发的窗口和华南经济中心ꎬ对农村居民具有较强的旅游吸引力. 虽然广东的各等级景点数量较

少、交通条件和网络控制地位相对偏低ꎬ但其旅游服务能力和网络中心地位却具有显著优势ꎬ有力地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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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撑了旅游流规模的扩大ꎬ进而又促进了弱势要素的提升ꎬ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进一步增强.
２.３　 分析

综上所述ꎬ在 ２１ 世纪初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中ꎬ大多数汇地已经实现了要素－结构的耦合发展状

态ꎬ成为旅游流规模增长与网络结构演化的主导力量. 与源地的发展相似ꎬ如果汇地缺乏优势要素ꎬ那么

即使其网络地位较高ꎬ也难以实现要素－结构的耦合发展. 反之ꎬ弱势要素的改善有利于与优势要素形成

合力ꎬ进一步促进旅游流的发展和网络地位的提升ꎬ增强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 而对于要素发展水平较

高但网络地位较低的汇地ꎬ也应适时促进其网络结构的优化发展ꎬ避免要素和结构发展逐渐不相适应而产

生失耦现象.
然而ꎬ当前农村人口规模持续下降ꎬ并且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区域交通条件受多种因素影响ꎬ

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显著改变ꎬ因而要满足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旅游需求、提升其出游能力ꎬ可以尝试推行旅

游消费券以刺激源地农村居民的出游ꎬ并与相关汇地合作ꎬ开发旅游铁路专列、公路专线以及相应的旅游

线路产品ꎬ以实现对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定向支撑和拉动. 以上两项措施既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旅游流的增

长ꎬ也有利于提升相关源汇地在旅游流网络中的地位. 旅游流规模的持续扩大又能够成为源地交通条件

改善的重要推力ꎬ并通过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生活品质提升等方式ꎬ逐步实现源地相关要素发展

水平的提高ꎬ强化源地要素－结构的耦合作用水平.

３　 结论

本文利用耦合度模型能够分别针对旅游流发展中的源地和汇地ꎬ初步量化其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的

耦合关系水平ꎬ并能够通过时序分析进一步揭示源、汇地要素－结构耦合作用的演化过程. 结果表明:
(１)２１ 世纪初中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源地多分布于中部和西南地区ꎬ汇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ꎬ

主要体现了中西部农村居民对东部都市型旅游的需求增长.
(２)大多数汇地已经实现了要素－结构的耦合发展ꎬ而大多数源地仍处于要素－结构的失耦状态. 由此

可见ꎬ汇地是 ２１ 世纪初中国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规模增长与网络结构演化的主导力量ꎬ而大多数源地则

由于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不便的交通条件抑制了农村居民出游规模和旅游流网络的发展. 因

此ꎬ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流的快速增长势头受到抑制ꎬ逐渐转变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旅游流的平

稳调整态势.
(３)源、汇地缺少优势要素都是其要素－结构发展失耦的主要原因ꎬ而改善弱势要素则是增强要素－结

构耦合作用的关键. 但对于要素水平较好但网络地位偏低的源、汇地ꎬ需适时促进其网络结构优化ꎬ以支

撑旅游流的发展ꎬ避免因结构退化导致要素－结构失耦.
然而ꎬ旅游流是一个复杂系统. 上述耦合度分析虽然能够初步量化和分析其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之

间的耦合关系水平及演化过程ꎬ但不能揭示二者之间具体的作用过程. 因此ꎬ在未来研究中还可尝试利用

系统动力学、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ꎬ进一步探讨旅游流的影响因素与网络结构之间的耦合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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